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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变方殷”中的“礼学经世”演变史
———兼论曾国藩汉宋之学与经世学的融合

凌 鹏
(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曾国藩的“礼学经世”，是历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不过，迄今为止的研究往往将其归结于

“军礼”，而没有认识到曾国藩有一个超越了军礼的更深理解。更重要的是，曾国藩的“礼学经世”思想，与他

对于当时之世的认识有着密切关联。细致探讨曾国藩在书信和文章中对于“礼”的论述，或可重构他的“礼学

经世”思想的演变过程，其中变化的关键就在于他对于“世变”的认识。曾国藩“礼学经世”说的最终含义，是

要通过对于制礼之义和当代之“世”的结合，实现汉学与宋学融合，由此达到礼学经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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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曾国藩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 19 世纪以来无数人大力推崇与津津乐道的、学术与

政治合一的人物。而“礼学”作为曾国藩学术的核心，在当时便为人屡屡提及。例如李鸿章称“其学问

宗旨，以礼为归”①，郭嵩焘则称曾国藩“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②。可见曾国藩

的礼学思想，很早便为学者所重。不过迄今为止，对于其“礼学经世”思想的研究仍有值得深化之处。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特别指出了曾氏礼学的重要性，认为曾国藩为汉学宋学谋会通，

其礼学是“以礼教为之纲领，绾经世、考据、义理于一纽”，且强调“又能深领‘礼，时为大’之意，以经世悬

之的”。③ 不过对于不同学术间的关系，以及礼与时之关系，没有充分论述。萧一山《曾国藩传: 近代激

烈转型期的精英突围》强调曾国藩的礼学便是“经世学”。又将经世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最后得出结

论，曾国藩之礼学最终即是历史的政治经济学。④ 但他没有注意到曾国藩的礼学理解有阶段性的发展，

而且将“礼学经世”归结于历史学，稍显粗疏。朱汉民、吴国荣则特别将其“礼学经世”思想与清代的“礼

学”思潮进行关联，指出他具有汉宋兼采的特色，而且进一步指出，只有从曾国藩学、治贯通这一点出发

才能够理解其特点。⑤ 这提醒研究者不能脱离曾国藩的实际政治活动来理解其学术思想，不过该文仍

重在学对治的影响，未论治对学的反馈。而范广欣针对曾国藩的“礼学经世”说进行论述时，对于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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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之礼的理解在于，礼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外在规范，对所有社会成员，所有场合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同

时处于经史联贯的“礼统”中。① 他将曾国藩的“礼学经世”区分为三个阶段: 太平天国爆发前是“礼学

齐家”阶段;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是“礼学治军”阶段，重点在军礼;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则是“礼学中兴”
阶段，重点在朝廷典祀与民间礼仪。② 此外，近年来也有数篇论及曾国藩“礼学经世”的文章，如罗检秋

指出曾国藩、郭嵩焘都以礼学沟通汉宋，具有因应时势，调和融合的特征。③ 杨念群也指出曾国藩的“礼

学经世”是要建立无所不包的“礼治秩序”。④ 张智炳则认为咸同年间，曾国藩有一个由京师到地方的

视角转换，而“礼学经世”的本质是以礼合理。⑤
综合先行研究可以看出: 第一，这些研究多将“礼学经世”看作是一个既成的思想或者理论，常把不

同时期的论述混在一起。范广欣虽然有一个时间分段，但重在礼之范围的不同，没有触及曾国藩对于礼

的深入理解。第二，先行研究较少将其与曾国藩本人对于当世的认识与学术联系起来讨论，即多强调学

对治的影响，而少讨论治对学的影响。第三，先行研究已经指出礼学是曾国藩沟通汉宋的关键，但较少

论及礼学如何具体地沟通汉宋。
据此，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三个问题: 第一，“礼学经世”之说的提出过程是怎样的，在不

同的阶段，曾国藩对礼的理解有何不同; 第二，曾国藩对“礼学经世”说之理解的改变，其原因是什么; 第

三，曾国藩之“礼学经世”，是具体如何沟通汉宋的。为解答以上问题，本文将曾国藩对于“礼学”之理解

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是理学修身阶段( 道光二十三年—咸丰三年) ，第二是礼学经世的提出阶段( 咸

丰四年—同治三年) ，第三是礼学经世的突破阶段( 同治四年—同治十年) 。其中最关键的是从第二阶

段到第三阶段的变迁，正是这一变化，促成了曾国藩“礼学经世”思想的最后突破。

一、理学修身阶段的“礼”
对于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至咸丰三年之间的理学修身阶段，已经有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⑥ 在

此阶段，曾国藩所受到的最重要影响来自理学家唐鉴，而唐鉴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之学问三分，构成

了曾国藩此阶段学问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三分法中并没有“礼学”存在。在这里，本文

不专门讨论曾国藩在这一阶段的理学思想及其修身过程，而是摘取这一阶段曾国藩书信与文章中涉及

“礼”的一些论述，用以说明他当时的理解。
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在写给挚友刘蓉的信中，论述了宋学“文以载道，文道并重”的观点，也涉及

礼。⑦ 信中论学问有深、博两分，各类学问各有所偏重。《易》《春秋》之学属于深，而“孔子之门有四科，

子路知兵，冉求富国，问礼于柱史，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可知此时曾国藩所理

解的礼，更多是属于博的类型。不过他在信中指出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等学者能博而不能深，已

经注意到了深的问题。道光二十七年至三十年之间，曾国藩任礼部侍郎，其工作较多涉及礼制。道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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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年，礼部要负责大行皇太后的大丧，“国藩系礼部之臣，职有专司，不敢稍泥故常”。① 此时他在家

书中也开始要求弟弟们读一些礼，以达到博的目的。例如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四日的致诸弟家书中，劝

诸弟取回《皇清经解》，“略一涉猎，即扩见识”。②
道光三十年，道光皇帝崩殂，留下的涉及葬礼的遗嘱引起了较大争议。应咸丰皇帝要求，曾国藩奏

上《遵议大礼疏》，对于道光皇帝的遗嘱发表意见。针对“无庸郊配一条”，曾国藩提出不敢从者有二，提

到“古圣制礼，亦本事实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③ 又提到不敢违者有三，其中认为大行皇帝以制礼

之圣人自居，必然有其深谋远虑，不能随意违背。不管是“不敢从”还是“不敢违”，曾国藩所理解的礼，

都是一种由圣人或皇帝具体规定的仪制，本于事实而生情文。咸丰元年，曾国藩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

防流弊疏》，其中第一条是防礼仪之琐碎，“皆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而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

求者矣”④。这里，曾国藩对于礼之理解，更多是作为一种仪制，特别是涉及皇家的具体礼仪制度，此点

也与他任礼部官员密切相关。
其后最知名的文章，是咸丰四年所写的《讨粤匪檄》。该文主要强调中华文化中名教人伦的神圣

性，斥责太平天国违背与破坏了这一名教秩序。其中涉及礼的论述不多，以下是最重要的一段: “自唐

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举中国

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

之所痛哭于九原!”⑤
文中特别强调的是名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有非常明显的理学意味。而“礼”则是作为礼义

人伦、诗书典则的一部分，作为名教的一个制度表征而出现。由以上可以见到，在此一阶段，曾国藩更多

地是作为理学家来看待“礼学”，礼是名教与人伦的一种表现，以及是一种具体规定的仪制。在学问之

中，他更偏于认为礼偏于“博”的范畴，而非“深”的范畴，因此尚没有对“礼学经世”的特别强调。

二、“礼学经世”的提出与军礼

自咸丰四年开始，曾国藩忙于训练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在行军过程中，他还是坚持阅读。从现存

日记来看，他所阅读的主要是诗文与史书，间或与礼学相关的著作，主要是秦蕙田的《五礼通考》⑥。重

要的是，曾国藩此时确实将他对于礼学，特别是军礼的理解与湘军的军制结合在一起来思考⑦。
在这一段时期，集中体现曾国藩“礼学经世”思想的是《圣哲画像记》( 咸丰九年正月) 一文⑧。先行

研究都会引用其中的“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 亦曰礼而已矣”一句，用以说明曾

国藩的“礼学经世”思想。但是，要真正理解其中所言的“礼学经世”，还必须对文章整体有一个全面的

理解。《圣哲画像记》依次论述了三十二位圣哲:“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

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其中与礼学相关的圣人其实只占一部分，而非全部。其论述放在第二

部分的最后，即“许郑杜马，顾秦姚王”的部分。在该段中，曾国藩强调如下几点: 第一，“先王之道，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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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 亦曰礼而已矣”。在此，礼具有了包容万物的特征。第二，对于“许郑杜

马”的评价，与此前致刘蓉的信中稍有不同。前文重论其博，而此处则论其识跨越八代，且将马端临、王
应麟与张载、朱熹同论，“莫不以礼为兢兢”。第三，论及顾亭林时，特意强调“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

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明确地点出礼俗教化之功用。第四，特别强调秦蕙田的《五礼通

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可知在这一阶段，曾国藩对于礼学的

理解，已经包含更多的内容，如教化、行礼的严格态度( 兢兢) 等，而礼最重要的特征即“经纬万汇”。
在该文总结部分，曾国藩仍旧是依循姚鼐、唐鉴等区分的学问三分，而许郑杜马、顾秦姚王所代表的

“礼学”，则纳入了其中一途———“考据”。可以说，虽然曾国藩在这一篇中提出了“礼学经世”说，但他

对于礼学的理解，根源还是在考据的意义上，这也与他对秦蕙田《五礼通考》的理解有关: “举天下古今

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说的是一种规定性的作用，即对于天下万物都有礼制规范，并且通过礼制的

规范，令人人都能“兢兢”而得教化。他对顾亭林的“礼俗教化”的理解，也与此点相关。而这一理解其

实与他在湘军中制定的军礼非常类似，即制定好礼的规制，并且要求成员严格服从。
不过，若通读全文便能发现，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对于“礼学经世”并没有讲得很清楚，只有一

句“亦曰礼而已矣”。查阅曾国藩日记，可以发现他从咸丰九年正月十八日一直作至廿一日，才完成该

文，他自己的评价是“意多而不能贯串，不能割爱，故文颇冗长，至二千余言不能休”。①
可见曾国藩在写作《圣哲画像记》时，各种理解都混杂在一起。最明显的便是义理、词章、考据的学

问三分法，与由秦蕙田而来的“礼学经世”说二者的混杂。这段时间，他对于礼学经世的理解，更多是指

对天下万物万事的礼之规定。之所以把礼学归入考据学，正是因为通过考据可以明了礼经中的具体制

度。这一点从其他文章中也能看出。例如咸丰九年六月十二日的《孙芝房侍讲刍论序》:“盖古之学者，

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周礼》一书，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稿，夭鸟蛊虫，各有

专官，察及纤悉。”②这里强调，礼的经世含义在于包容万物的规定性。又如咸丰九年《笔记二十七则》
中“礼”的一条，提到了尽心养性与礼之间的差别。“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
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③“不可得而见”与“一秉乎礼”正好相对，暗示着内在的“尽其

心，养其性者”与外在之“礼”不同。④ 而在曾国给夏炘的复信中，提到要通过礼来沟通汉宋，他指出“由

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具体的沟通方法则是“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

本末兼该，源流毕贯”⑤，也是希望通过了解礼对于万事万物的规定，从而获得正心之学。
暂且不论这种沟通汉宋的方法是否真有成效，在这一阶段，曾国藩创造出了湘军的营规，包括《初

定营规》二十二条、《营制》( 咸丰九年) 与《营规》( 咸丰九年) 。最后一种咸丰九年的《营规》，要多出了

数条重要规定，例如最著名的《禁扰民之规》⑥和《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⑦。与中国历代的军规相比，

这些营规包含着礼所对应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规定。其中最基础的便是修身规定，例如“禁扰民

之规”要求以保民为第一义，还令诵读《爱民歌》，而“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中包括禁洋烟，赌博、喧哗、
奸淫、谣言、结盟拜会、异教这七项。这些规定的不仅是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也是通过《营规》中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16 卷，第 402—403 页。
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14 卷，第 206—207 页。
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14 卷，第 410 页。
需要注意的是，其后还有“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 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此处所谓的“内

焉者”与“道德”，是指具体的修身、齐家之道德行为，而非心性上的更加抽象的仁与义。在这一阶段，心性之仁

义与外在之礼还处在一种分离的状态，也可以理解为宋学与汉学尚没得到沟通。
《复夏炘》，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23 卷，第 729—730 页。
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14 卷，第 409 页。
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14 卷，第 4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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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与监督，塑造兵士的修身品格。在这里，礼的作用类似于法，只要礼的规定能被确保，便能实现修齐

治平。为此，军规中还设置了专门的稽查方法，包括查街、查出营、查私留外人等。
可以看出，曾国藩所制定的湘军“军规”，与他这一时期对于“礼”的理解一脉相承。或者说，军规就

是他这一时期理想中的《军礼》。他对于“礼学经世”的认识，也是依据此种作为“规范”的礼通过对世

间万物的规范，而实现“经纬万汇”。范广欣认为曾国藩的“礼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外在规范。对所有社

会成员、所有场合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① 在此阶段，这一理解是没问题的。而且此时他所设想的沟

通汉宋的方法，便是“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
但是，曾国藩对于礼学经世的认识，绝不仅仅停留在这一阶段。其实从日记中便可看出，曾国藩并

没有太多精力来仔细阅读礼书，只能浏览秦蕙田《五礼通考》类汇编式论著。而在下一个阶段，曾国藩

对于“礼学”的认识，有着更深刻的转变。考察这一转变的原因，会发现曾国藩对于“礼学经世”的新理

解，并不仅仅来自学问，更重要的是来自对于“世”的理解与反思。

三、“世变方殷”带来的冲击

同治三年，湘军攻陷天京城，正式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按常理而言，曾国藩似乎应该认同湘军军

礼及其代表的“礼学经世”获得重大成功。但恰恰相反，在同治四年之后的曾国藩日记以及书信中，有

一个频频出现的表达，即“世变方殷”或“世难方殷”。例如在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四日给弟弟的信中有

“世难方殷，良深忧灼”②，同年闰五月十八日给欧阳兆熊的信中有“世变方殷，莫知所届”③，同治五年

正月初三致刘蓉信中有“世变日新，而人情益幻”④，同日给乔松年信中有“世变方殷，而人情日幻”⑤。
“世难方殷”“人情益幻”这类词语，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前的文章或者书信中，都很少见到⑥。

那么是什么引发了曾国藩如此深重的感叹呢? 经过对于书信和日记的分析，可以看到首先引起“世变”
感叹的，便是湘军败坏的问题，特别是闹饷与兵变。

( 一) 湘军之败坏

平定太平天国后首先出现的一个重大问题，便是霆军金口之变。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

给鲍超的信中写道:“厥后沈中丞檄调贵部留于吉安之八千人即行赴甘，行至沙井大哗，得六个月满饷

始行开差。行至汉阳，经鄂中给发水脚犒赏。进次金口，忽然生变，弃舟登陆。”⑦此事件的起因，是由于

鲍超部不愿调去西北，导致闹饷和哗变，影响甚大。如同年六月二十七日复刘秉章信中写道: “唯此风

一开，而湖北、江西、皖南各军纷纷哗噪，可胜愧愤。”⑧
曾国藩“世变”的两个用例，直接与湘军各部哗噪相关。如同治四年闰五月初四日给弟弟的信中写

道:“刘铭传在济宁，因陈国瑞之部卒入营抢夺洋枪，彼此开仗。……均有鼓噪叛变之事。世难方殷，良

深忧灼。”⑨同年闰五月十八日复欧阳兆熊的信也有: “各营噪饷，真如子弟悖逆，弃之不忍，听之不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范广欣:《以经术为治术———晚清湖南理学家的经世思想》，第 243 页。
《致澄弟沅弟》，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21 卷，第 359 页。
《复欧阳兆熊》，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28 卷，第 504 页。
《致刘蓉》，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29 卷，第 2 页。
《复乔松年》，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29 卷，第 4 页。
在曾国藩的书信中，此前也曾出现过“世变”之词。例如咸丰四年正月十六日“与胡林翼”信中有“世变孔棘”，

例如同治元年三月十一日“加郭嵩焘片”中有“世变方滋”，同治三年五月“寄毛寄云制军”中有“世变方殷”。
但是，最为集中的还是在同治四年到五年之间。
《复鲍超》，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28 卷，第 415 页。
《复刘秉章》，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28 卷，第 612 页。
《致澄弟沅弟信》，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21 卷，第 3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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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为此焦灼万状。世变方殷，莫知所届。”①此处，曾国藩明确地表达了他的心境———“真如子弟悖

逆”。与此类似的话，在同治四年六月初五日给弟弟的信中也有:“惟朱、唐、金三军闹饷，处置宽严皆不

宜，寸心忧灼。”②据幕友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记载:“( 金口哗变后) ……而中堂

得信，既不闻奏，复不遣员招抚，事殊不妥。”③曾国藩得信后“既不闻奏，复不遣员招抚”，正是因为他有

“弃之不忍，听之不可”的焦虑，才会优柔寡断。那么，为何会因为闹饷而引出这么深沉的感叹呢?

正如前论，湘军本是曾国藩寄予众望的军队，他为其设立了极为完备的营制和营规，某种意义上正

是曾国藩自己对于军礼的理解，也是他“礼学经世”的重要尝试。希望以此种礼学在湘军中进行实践，

达致体国经野、修己治人、经纬万汇的目的。对于曾国藩而言，湘军之军勇正如自己用礼学亲自教导出

来的子弟。但恰恰是这支由军礼所教导的军队，在攻克南京后出现了众多问题。闹饷、兵变、杀害官员、
劫掠地方，相关事件的出现使得曾国藩痛心不已，发出“世难方殷”的沉重感叹。

( 二) 哥老会问题

在前述曾国藩所制定的“军礼”即《营规》之中，有专门禁止“结拜哥老会”一条。但恰恰是哥老会，

成为曾国藩对于世变的重要忧虑之一。克复金陵后，哥老会问题在日记和书信中多次出现。例如同治

五年七月初三日信中写道:“吾湘哥老会公然有谋反之意，可恶可畏。”④对此事，赵烈文《能静居日记》
有较详细的记载:“湘潭县地方，五月廿八日有哥老会起事……六月初，其党公然出示，自称卓英会江路

都头领张欲来报复，并有劫富济贫整饬贪官污吏之语。”⑤可见事态严重。
而哥老会之所以在湘乡地方如此猖獗，其原因恰恰也与湘军有关。曾国藩在同治五年七月初六日

信中说道:“惟沅弟寄弟五月底信，言哥老会一事，粗知近况。吾乡无他足虑，惟散勇回籍者太多，恐其

无聊生事，不独哥老会一端而已。”⑥可见曾国藩自己非常清楚，哥老会的猖獗正与湘军回籍有关。而且

从另一封信中，可以看到还不仅关乎散勇，甚至军中的高层军官多涉其间。在同治五年八月初十日信中

写道:“哥老会一事，余意不必曲为搜求。…… 提镇副将，官阶已大，苟非有叛逆之实证实据，似不必轻

言正法。……即明知其哥老会，唤至密室，恳切劝谕，令其首悔而贷其一死。”⑦而同治七年闰四月十七

日信中写道:“国藩于十五夜自沪回宁，闻霆、峻营遣撤之际，哥老会匪乘机生变，业已杀人抢劫，逼胁入

会，不知果聚众叛乱、肆扰民间否? ”⑧此处也可看出哥老会与湘军之密切关联，甚至贯通了湘军的上下

各层。
曾国藩对于哥老会的详细论述，还可见同治六年七月十五日复刘崐( 韫斋) 的信。其中称:“接二十

四日惠书，并抄示《哥老会说》一篇，洞达源流，言之有物。……其云‘但诛乱民，勿问会事’，亦与敝处示

稿略同。”⑨刘崐原信不可见，但他的《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防摺》( 同治六年九月) 中有类似内容，论证

哥老会起源于四川，后流入湖南�10。曾国藩认为“洞达源流，言之有物”，正是要尽量撇清湘军与哥老会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复欧阳兆熊》，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28 卷，第 504 页。
《致澄弟沅弟》，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21 卷，第 365 页。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二，长沙: 岳麓书社 2013 年版，第 891—892 页。
《致沅弟》，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21 卷，第 434 页。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二，第 993 页。
《致沅弟》，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21 卷，第 435 页。
《致沅弟》，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21 卷，第 440 页。
《致郭柏荫何璟》，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30 卷，第 394 页。
《复刘崐》，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30 卷，第 186 页。
刘崐在同治六年九月的《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防摺》中称:“哥弟会之起，始于四川，流于贵州，渐及于湖南，以

及于东南各省”。参见刘崐:《请饬在籍大员帮办团防摺》，《刘中丞( 韫斋) 奏稿》第 2 卷，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8 年影印本，第 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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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直接关联。而他特别赞同“但诛乱民，勿问会事”一句也非常微妙，正暗示着湘军与哥老会的密

切关系。
那么，湘军与哥老会的实质关联在哪呢? 刘铮云在综述各派说法后指出“湘军中基于兄弟之情的

特别行动队，逐渐演变成军中的互助组织，并进而仿效当时川湘一带的会党组织，而有了江湖会、哥老会

的名号”。① 因此，哥老会原本是一种兄弟关系，这恰恰与曾国藩在《营规》中提倡的守望相助、患难相

救的精神相通。这一点与此前的异端宗教信仰与流贼思想都不同。因此，原本是曾国藩用军礼所提倡，

以传统儒家道德为基础的兄弟精神，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却愈演愈烈，甚至成为谋反叛乱、威胁国家与

社会秩序的源头。这一个看似悖论的现实，才是曾国藩感叹“世变方殷、人情日幻”的深层原因。
无论是湘军闹饷，还是哥老会，都带给曾国藩极大的冲击。恰恰在这一背景中，曾国藩逐渐意识到

此前对于“礼学经世”中礼学的理解其实有着不足之处。也即是说，类似于军礼的外在规范，并不能真

正带来对于人心的教化。虽然在营规中明确禁止拜哥老会，但仍然无法真正控制哥老会的壮大与流布。
在这一意义上，要真正实现“礼学经世”，就需要超越仅仅将礼理解为外在规范，而更深入地探究背后礼

学的深层含义。

四、“礼学经世”说的最终突破

同治三年七月，湘军攻破了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曾国藩随即便被清廷要求北上，负责剿灭捻军。
随后，又被派往江南出任总督。不过，与剿灭太平天国的时期相比，曾国藩终于有更多的空闲来读书与

写作。
同治五年的五月初三日，曾国藩开始校对王夫之的《礼记章句》，随后又校对了《张子正蒙注》《读通

鉴论》《宋论》等，并主持刊刻了《王船山遗书》。在同治五年九月十七、十八日，他写作了《王船山遗书

序》一文。② 序文一开始论及:“昔仲尼好语求仁，而推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

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从“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一句来看，仁与礼

并称。后文在叙述孔孟至船山的学脉流传后，述及“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称

明体达用，则仁为体，礼为用。如果说在“礼学经世”的提出阶段，曾国藩对于礼的理解更是偏于外在规

定，例如咸丰十年时，曾国藩希望在汉宋之间建立沟通，由博返约，通过了解万事万物的规定而获得正心

之仁义，那么在这里，礼虽然同样是外在规定，但是却与内在的仁构成了关键的体用关系，而不再如前所

说的“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即是说，在阅读了王船山的《礼记章句》等著作

之后，曾国藩开始意识到礼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规定，而是与内在的仁共同构成了密切的体用关系。在

写完《王船山遗书序》之后，在同治五年九月廿一日的日记中能看到，曾国藩开始仔细阅读《仪礼·士丧

礼》，随后依次阅读《仪礼》的各篇章，至同治六年二月十四日读毕。在当日日记中记载:“自去年九月廿

一日始读《仪礼》，至是粗毕。老年能治此经，虽嫌其晚，犹胜于终不措意者。昔张蒿庵三十而读《仪

礼》，至五十九岁而通此经，为国朝有数大儒。余今五十七岁略通此经，稍增炳烛之明。”③由此可知，只

是在校对完王船山《礼记章句》之后，曾国藩才真正粗通《仪礼》。同时亦可知，他此前对于礼学的理解，

大多来自秦蕙田《五礼通考》等汇编类著作。其后数年中，曾国藩一直没有中断读礼。从日记中可以看

到，除《五礼通考》《经义述闻》等书外，最重要的是阅读了《礼记》《仪礼》等经典。在此之后，曾国藩才

真正对礼产生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①

②
③

刘铮云:《湘军与哥老会———试析哥老会的起源问题》，《档案中的历史》，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版，第 214 页。
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14 卷，第 209—210 页。
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18 卷，第 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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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同治九年正月，曾国藩为胡培翚的祖父胡匡衷《仪礼释官》写作序言，其中明确表达了他对礼

的新理解。① 首先，曾国藩言:“先王之制礼也，因人之爱而为之文饰以达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

昭其义，虽百变而不越此两端。”若将此与道光三十年《遵议大礼疏》相比较，可知《遵议大礼疏》所重的

是由“本事实之既至”，到“情文因之而生”这一逻辑，而在此处则是由“人之爱”到“为之文饰( 礼) ”，再

到“达其仁”，由“人之敬”到“立之等威( 礼) ”，再到“昭其义”。也即是说，礼一方面有着人之爱与人之

敬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通过礼之行为，达到仁义本身。其后，与此前《圣哲画像记》中的笼

统论述不同，曾国藩直接用具体例子说明，例如针对“公家之臣来执事者”，他指出“则臣下之丧，君既临

其小敛，又遣官助其百役，有若家人骨肉，怆恻缠绵”。可以说，“公家之臣来执事者”这一礼，乃是基于

当时君与臣之间的感情( 即“因人之爱”) 而制定的礼仪，遵从这一礼仪，又更能发挥这一感情，使“达其

仁”。
所以，曾国藩最后说道:“恩谊之笃如彼，名分之严若此，此皆礼之精意，祖仁本义，又非仅考核详审

而已。”这里超越了他曾经在《圣哲画像记》中对于礼学的理解。在这一阶段，礼不再仅是包含对于世间

万事的规定，而是与仁义有明确的联系。仁义不仅仅是某种道德行为，更是心性相关的存在，并且要通

过礼之行为才能真正得以发挥。
同治九年正月末，曾国藩在给刘蓉的信中对礼学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此前，刘蓉在给曾国藩的信

中介绍了自己研究三礼的计划。曾国藩称赞刘蓉“研究三礼，洞澈先王经世宰物之本，达于义理之原。
遂欲有所撰述，以觉后世之昏昏。甚盛甚盛，钦企何穷!”②随后，曾国藩反省自身在礼学研究上三点遗

憾: 第一，古礼中的祭礼没有保存下来; 第二，古礼中的军礼没有保存下来; 第三，自己不懂乐，无法通晓

礼乐教化。最后，曾国藩对刘蓉所说新制礼仪提出自己的意见:“所贵乎贤豪者，非直博稽成宪而已，亦

将因其所值之时、所居之俗而创立规制，化裁通变，使不失乎三代制礼之意，来书所谓苟协于中，何必古

人是也。”在此，曾国藩明确指出制礼是需要“化裁通变”，一方面是要不失三代制礼之意，另一方面又需

要基于时俗来“化裁通变”，而不仅仅博稽成宪。正如他在信中以周官举例子，“古时祭祀必有主妇聘

飨，亦及夫人，诚以在宫雍雍，斯在庙肃肃。妃匹有笃恭之德，乃足以奉神灵而理万化，所谓有《关雎》
《麟趾》之精意，而后可行《周官》之法度也”。即是说要真正行周礼的具体规定，必须要有如《关雎》《麟

趾》中的精意，即如妃匹有笃恭之德( 具体人情) ，才能真正行祭礼。
曾国藩在这里特别强调因所值之时，所居之俗，其实与《仪礼释官序》中所说的“因人之爱”“因人之

敬”相一致。即是说，时与俗以及背后的具体人情，是礼的一个重要条件。礼只有能够顺应这些时俗，

才有可能在当代实现三代制礼之意。所以，曾国藩建议刘蓉选择婚、丧、祭这三种民间的常礼，参考时俗

进行撰著，使之通行今日，以符古昔仁义之气 。在此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符合古昔仁义之气( 不失乎三代制礼之意)

适应时俗之人情( 化裁通变) } 创常礼之婚、丧、祭来致民仁义

这里，曾国藩对于礼之理解，已经不仅是前一阶段强调的“经纬万汇”( 即对万物加以规定) ，而是一方面

要理解三代礼制规定背后的“制礼之义”，探究方法则与汉学、宋学相关。另一方面，要在当代践行三代

之礼，也不是简单地进行礼制规定，而是要理解当代时俗之人情后，依据“制礼之意”才能制出可以引导

当代之人情，真正达到“致民仁义”的礼。③

①
②
③

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14 卷，第 216 页。下同。
《复刘蓉》，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31 卷，第 132 页。
在这一点上，前文所引钱穆先生言的“且其言礼，又能深领‘礼，时为大’之意，以经世悬之的”一句，非常深刻。
只是可惜钱穆先生没有详细论述，容易为学者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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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论礼学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献是《江宁府学记》。① 该文写作时间很长，开始于同治九年的二

月二十二日，定稿于同治十年四月的二十九日。在叙述了修建府学原委后，曾国藩说到“先王之制礼

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但此处纳于轨范的含义并非是强制规定，而是明确的教养，因此后文言“既长

则教之冠礼，以责成人之道; 教之昏札，以明厚别之义; 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指出所教的不仅是规

范，更是仁义之心。而且明确指出“三代之士，无或敢遁于奇邪者，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
在此，礼对于人的影响，并非是通过直接规定，而是要经历“学”的阶段。其后，曾国藩用老子的例子来

探讨应该如何应对末世的问题。“老子之初，固亦精于礼经。……其后恶末世之苛细，逐华而悖本，斫

自然之和，于是矫枉过正，至讥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盖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老子所恶的“末世之苛

细”，正类似于曾国藩前一阶段所理解的作为单纯规范、属于考据学范畴的“礼”。曾国藩既指出“恶末

世之苛细”的合理性，又指出该态度有所偏激。
在这里，曾国藩再进了一步。此处有一个明确的情境，即所谓“末世”，这个末世，既是老子时候的

“末世”，也暗指曾国藩所理解的当时之世②。在末世之中，应该如何教民呢? 对此，曾国藩指出:“圣人

非不知浮文末节无当于精义，特以礼之本于太一，起于微眇者，不能尽人而语之。则莫若就民生日用之

常事为之制，修焉而为教，习焉而成俗。”即是说，礼学不能沉浸在汉学细枝末节的考据之中( 浮文末节

无当于精义) ，也不可用宋学的语言把仁义告诉所有人( 礼之本于太一，起于微眇者，不能尽人而语之) ，

而应该就民生日用常事而为之制，使其习焉而成俗，才能起到教化作用。这一点，也与他在答复刘蓉的

信中所说的一致，即以常礼之婚、丧、祭来致民仁义。因此，“礼学经世”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而是有

一个明确的对象，即其中老子所针对的末世，也即是他自己所处的末世。在这个具体对象的前提下，

“礼学经世”就不仅仅是单纯的“对万事万物的规范”，而是要基于对末世之人情和时俗的理解，在贯通

三代礼意的基础上，制定能够通达当时人情与仁义的具体礼制，“就民生日用之常事为之制，修焉而为

教，习焉而成俗”。这才是曾国藩对于“礼学经世”的最终理解。

结 论

至此，可以看到曾国藩“礼学经世”之说，其实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理学修身阶段。在这一阶段，

曾国藩所理解的“礼”更多具有博的意义，而尚未意识到礼学对于经世的重要性。第二，礼学经世的提

出阶段。在这一阶段，曾国藩意识到礼学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礼学经世”的观点。不过他此时所理

解的礼学，更多是对于世间万物的具体礼之规定，类似于军礼与营规。他希望在礼学的基础上，通“考

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来融合汉学与宋学。但是同治三年之后，因为湘军的各种败

坏给曾国藩带来了“世变日殷、人情日幻”的深刻感叹，对于“礼学经世”的理解也带来质疑。同时，随着

曾国藩对于礼学的深入研读，开始出现对于“礼学经世”的突破性理解。第三，礼学经世的突破阶段。
在这一阶段，曾国藩对于礼的理解不再仅是对世间万物的礼仪规定，而是要在基于对三代礼意的理解基

础上，结合具体的人情和时俗，制定出能够真正通达仁义的具体礼制，“就民生日用之常事为之制，修焉

而为教，习焉而成俗”。到了这一阶段，曾国藩的“礼学经世”思想，建立在对于古代制礼之意和当下之

①
②

唐浩明主编:《曾国藩全集》第 14 卷，第 174—176 页。
对于“末世”之说。在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记中，有著名的一段记载:“初鼓后，涤师来

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

尽，恐有变异，奈何? 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轴心一烂，则土崩

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

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其中是赵烈文明确地提出末世之说，但曾国藩亦

并没有反对。而在此信中，有“将欲黜邪( 匿心) 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又乌有窈冥诞妄之说，淆乱民听者乎?”
等语句，都是暗指当时的“末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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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这两重把握上，这才是“礼学经世”的最终含义。
曾国藩在最后的阶段对于“礼学经世”的突破性理解，已经不仅仅实现“汉宋结合”，而是更进一步，

将“汉宋结合”与贯穿其一生的经世学问真正融合。经世之学的根本不仅仅在于经世的各种做法，更在

于对具体之“世”的实际把握，在这一把握的基础上，以礼来成教和成俗。这样一种对于“世变”的把握，

恰恰是单纯的汉学( 礼学) 与宋学( 理学) 容易忽视的内容。汉学重礼背后的精微礼义，宋学则重理背后

的天理人心，这两者若要真正实践于世，都无法脱离在具体的世变之中对人之行为与人情的体会与把

握。这一点体会，恰恰是曾国藩与当时其他思想家间的最重要不同。而且，在曾国藩最后的思考中，要

实现汉学与宋学的真正结合，需要经过对三代之礼意与当代之人情的把握基础上的“礼学经世”的实践

过程。纵观曾国藩的一生，他从湖南经世学派的志向开始，期间经历了理学修身、军礼经世等不同经世

阶段，最后又将宋学与汉学重新结合到经世之学中，形成了对于“礼学经世”的最终理解。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Ritual Study Helps Practical
Administration”in the Changes of the World

———A Discussion on Zeng Guofan’s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t Study，
Neo-Confucianist Study and the Study of Practical Administration

Ling Peng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Peking University，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Zeng Guofan’s thought of“Ritual study helps practical administration”( 礼学经世) has been an
important subject in historical research． However，the discussions in the research so far on his thought of
“Ritual study helps practical administration ”have been mostly too general and vague，and failed to notice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Zeng Guofan’s understanding of“Ritual study helps practical administration”itself． At
the same time，previous studies have mostly attributed his thought to“military rituals”( 军礼 ) ，without
realizing that Zeng Guofan had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that went beyond “military rituals”． More
importantly，Zeng Guofan’s thought of“Ritual study helps practical administration”wa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t that time． This article carefully explores Zeng Guofan’s exposition on“rituals”
( 礼) in his letters and articles，and tries to reconstruct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his thought of“Ritual study
helps practical administration”，pointing out that the key to this evolution lay in his understanding of“the
change of the world”( 世变) ． Finally，this article re-understands Zeng Guofan’s idea of“Ritual study helps
practical administration”，and points out that its ultimate connotation was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t Study of the Han Dynasty ( 汉学) and Neo-Confucianist Study of the Song Dynasty ( 宋学 )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ritual making ( 制 礼 之 义 ) and the contemporary“world”，

thereby achieving the goal of“Ritual study helps practical administration ”．
Key words: Zeng Guofan ( 曾国藩) ; Ritual study help practical administration ( 礼学经世) ; change of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ritual making ( 制礼之义) ;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t Study of the Han Dynasty ( 汉

学) and Neo-Confucianist Study of the Song Dynasty ( 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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